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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江府在明代的经济地位 

———兼论上海地区的近代化转型 

朱子彦 

（上海大学 历史系，上海２００４４４） 

［摘 要］松江府位于长江口南岸的冲积平原上，是举世闻名的江南鱼米之乡。自宋元以来，江南地区即以其富庶傲视全

国，其中，松江府更是占据了突出地位。明代中叶是松江府（上海县为松江府所管辖）社会经济发展的黄金时代，商品经济十

分活跃，总体的经济发展水平在全国居于领先地位。但明代腐朽的封建专制统治，遏制了这一发展趋势。甲申之变后，清兵大

举南下，松江地区展开了激烈的抗清斗争。嘉定三屠以及松江、江阴地区的抗清斗争波及到社会的各个方面，社会经济遭到严

重破坏，刚刚出现的资本主义萌芽被无情地扼杀了。 

［关键词］松江府；明代；经济地位 

 

一、松江之富甲天下  

松江府位于长江口南岸的冲积平原上，是举世闻名的江南鱼米之乡。自宋元以来，江南地区即以其富庶傲视全国。苏、松、

杭、嘉、湖五府，是江南的繁华中心。其中，松江府更是占据了突出地位。明代中叶是松江府（上海县为松江府所管辖）社会

经济发展的黄金时代，商品经济十分活跃，资本主义萌芽破土而出，总体的经济发展水平在全国居于领先地位。透过中世纪的

漫长黑夜，人们仿佛看到了新时代的曙光。王鏊在其弘治《上海县志》序中写道：“松江一郡耳，岁赋京师至八十万，其在上海

者十六万有奇。重以土产之饶，海错之异，木绵、文绫、衣被天下，可谓富矣。”赞叹之余，不无自豪之感。松江府的繁荣是建

立在农业经济发展的基础上的。在封建时代，衡量一个地区农业生产的发展状况，主要是看这个地区在维持人类生活的两大要

素———衣、食方面，能向社会提供多少。正是在这两个关键的农业生产部门，即粮食和棉花的生产方面，明代松江府在全国

名列前茅。 

明代松江府是全国闻名的产米区。农业生产技术已有很大进步，生产工具的创新，谷物品种的改良，水利兴修，农田管理，

都达到一个新水平。松江农民对种子的培育和推广，是极为重视的。松江的白粳、薄稻历来脍炙人口，每年贡献朝廷、皇室，

不可一日或缺。据志书所载，谷物品种就有五十余种之多，其中播种期最短的有六十日稻，三月种，五月熟。质量最佳的如箭

子稻，粒长而细，色白味甘。糯稻品种繁多，都是酿酒上品。早在唐朝刘梦得诗中，就有“酒法得传吴米好”之句。 

松江地区既是水乡，又多旱地。因地制宜，豆类作物的种植也不少。松江土地利用率之高，不但在全国，即使在江南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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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有的。诸葛昇《垦田十议》曰：“江南园地最贵，民间莳葱薤于盆盎之中，植竹木于宅舍之侧，在郊桑麻，在水菱藕，而利薮

共争，谁能余隙地。”① 

江南劳动人民几乎把每寸土地，都充分利用起来，用以创造财富。松江更是其中的典型。在有限的土地上，松江农民生产

出了大批粮食。根据李伯重的估算，明末江南地区的水稻亩产大约为１．６石。松江府亩产多少呢？按照何良俊的记载，明代

嘉靖年间，松江府的水稻产区（主要在西乡）的亩产量一般是２．５石［１］，松江东乡丰年亩产１．５石。根据耕地的分布状

况，平均下来，亩产约在２石左右。明代弘治年间，松江府垦田约有４７０余万亩。这样松江府全年的水稻产量约有９００多

万石，这还不包括春花作物的产量，所谓春花乃是指小麦与油菜、豆类等作物。松江小麦产量也是不低的，而且在粮食作物中

占的比重也不小。何良俊说：松江东乡地区“农夫终岁勤动，还租之后，不够二三月饭米，即望来岁麦熟，以为种田资本，至

夏中只吃粗麦粥。”［１］  

可见小麦的重要性。清初张履祥在《补农书》中也指出：“吾乡春花之利居半。”江南的粮食消费水准大约为每人每年食米

３石左右，根据洪 武 二 十 六 年 的 统 计，松 江 府 的 人 口 数 为１２１９９３７人，除去农民上交给官府的田赋之外，

人均有米４．５石以上。这样看来，松江府即使不发展棉纺织业，粮食亦能够自给。更值得称道的是棉花的种植。松江棉花种

植业始盛于元代。早在元至正二十五年（１３６５年）朱元璋就下令：“凡民田五亩至十亩者栽桑、麻、木棉各半亩；十亩以上

倍之。”② 

洪武元年（１３６８年）又把此令推广到各地。松江植棉业，洪武初年在全国各府州中已首屈一指，明中叶又得到进一步

推广，归有光言：“窃维三区虽逮本县，而连亘嘉定迤东沿海之地，号为冈身，田土高仰，物产瘠薄，不宜五谷，多种木棉，土

人专事纺织。周文襄公巡抚之时，为通融之法，令此三区出官布若干匹，每匹准米一石，小民得以其布上纳税粮，官无科忧，

民获休息。至弘治之末，号称殷富。”③ 

隆庆、万历后，为了适应城市手工业和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棉花种植的比重越来越高。松江棉花种植面积，据徐光启说：

“海上官民军灶，垦田凡二百万亩，大半种棉，当不止百万亩。”④这个垦田数字当指上海一县言，松江府垦田在明初达五百余

万亩。 

棉花和水稻的生长对地势高低以及土壤的结构要求不同，棉花主要种植在只适于种植棉花而不适于种植水稻的耕地上。那

么明清时期松江到底有多少只适于种植棉花而不适于种植水稻的田地呢？何泉达运用现代科学的方法，从土壤等自然条件入手，

计算出明代后期，松江地区只适于种植棉花的 耕 地 面 积 约 为１４０万 亩，占 耕 地 总 面 积 的２２．５％。［２］ 

不过，适于种植棉花的耕地未必全部种上了棉花。范金民根据徐光启的《农政全书》卷三十五《农桑广类·木棉》中的记

载，估计明末松江府实际种植棉花大约为７０万亩。［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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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要精确判断松江府到底有多少土地种植棉花颇为不易，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即松江府的棉花市场极为繁荣，已成为

全国广为流通的重要商品。松江府的发展和繁荣，还表现为农业与手工业的密切结合。当时，松江府几乎家家都纺纱织布，使

中国封建社会男耕女织的小农经济的生产结构，得到最充分的发展。松江府城棉纺织业兴旺发达，“至于乡村，纺织尤尚精致，

农暇之时，所出布匹，日以万计，以织助
1
耕，女红有力焉”。⑤ 

要想精确统计明代松江府每年生产多少布匹是困难的。“洪武三年户部奏赏军用布匹甚多，请于浙西四府秋粮内收布三十万

匹，太祖曰：松江乃产布之地，止令一府输纳，余征米如故。”⑥这条记载，从一个侧面说明松江府产布之盛。据严中平推算，

明代“全国所谓‘上供’、‘公用’两项消费，每年所需棉布恐不下六七百万匹”。 

［４］松江地区是棉布的主要供给区，为数可达数百万匹。至于民间买卖的布匹，也不会少于此数。有人估计，松江府年

约产销棉花几千万匹。［５］这个估计似乎偏高，但松江棉布生产数量之多、对全国贡献之大，是毋庸置疑的。明代松江的棉花，

产品精美，品种繁多，花样新颖，冠于全国，驰名中外。宋应星谓：“凡棉布寸土皆有，而织造尚松江。”⑦ 

松江生产许多各具特色的高级棉布，如三梭布、贡品布、尤墩布、丁娘子布等，多销京师，为皇室、贵族所用。王象晋盛

赞“其布之丽密，他方莫及焉”。⑧反映出松江纺织技术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松郡所出，皆切于实用，如绫、布二物，衣被

天下，虽苏杭不及也”。⑨明代松江棉布，无论从实用言，从技术精湛言，都超过苏杭，在全国居第一位。 

松江府农业、棉纺织手工业的高度发展，必然带来商品经济的繁荣。全国各地前往松江府收购棉花、棉纱、棉织品（包括

棉布、鞋袜、头巾、被服等）的商人云集。松江和上海所属的枫泾镇、朱泾镇、罗店镇、朱家角镇等，都是棉布业的中心和棉

花的集散地。在松江府城和周围的这些乡镇，聚集着众多的牙行和商贾。他们不仅坐庄收布，而且对棉布进行种种加工。明末

在枫泾、朱泾镇曾出现数百家布号。诗人吴伟业在目睹明代松江地区棉花市场的盛况时，感慨道：“眼见当初万历间，陈花富户

积如山，福州青袜鸟言贾，腰下千金过百滩，看花人到花满屋，船板平铺装载足。”① 

松江府的棉花，南销浙西与闽、广。“吾邑地产木棉，行于浙西诸郡。”②对闽广的销售量也很大，松江棉纺织品不仅名闻

全国，而且远销 国外，“大抵日 本 所 需 皆 产 自 中 国，……松之棉布，尤为彼国所重”。③松江棉纺织业为松江人民创造

了巨大财富，“民间赋税、公私之费，亦赖以济”，④“家之租庸服食器用交际养生送死之费，胥从此出”。⑤此外，松江的丝织

品也有一定的名声。松江府城产绫，制作极精，上海顾氏露香园的顾绣，更是名噪远近。 

松江近郊的农户，不仅把织布作为自己的专业生产，并且还出现了从事棉花加工的轧花、弹花，以及经营棉制品的制袜等

专门行业。以夏袜为例，在松江城西郊，单袜店就有百余家。“松江旧无暑袜店。……万历以来，以尤墩布为单暑袜，极轻美，

远方争来购之。故郡治西郊，广开暑袜店百余家。合郡男妇，皆以做袜为生。从店中给筹取值，亦便民新务。”⑥ 

这些袜店店主，采取统一分发原料，使小生产者自己加工，这样一来，袜店店主实际上成了没有厂房的资本家，那些为袜

店加工生产，“从店中给筹取值”的“合郡男妇”，则成为店主控制下的雇佣工人。同时发展起来的还有踹坊，染坊。这说明棉

布业专业化生产的程度已相当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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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崇祯《松江府志》记载，明中叶松江城尚较荒凉，城内触目所见，绝大多数都是草房，菜地。到嘉靖以后，松江城内建

造了许多华丽的住宅和众多的店铺。城西郊有上百家暑袜店，松江原无细木器店，隆万后，“徽州之小木匠争列肆于郡治中”。

郡中原无黄草蒲鞋店，万历以来，城东开了许多鞋店，“宜兴业履者，率以五、六人为群，列肆郡中，几百余家”。有的人从事

踹染而致富，“尝闻吾郡东乡陈氏染练，颇擅其利，饶裕有利”。松江林某，“以卖生药起家，至今人呼之为林生药”。⑦ 

通过时人的记载，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松江府城，是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除粮食、棉花和棉纺织品外，松江的盐业也堪称

发达。沿 海 煮 盐，松 江 设 下 沙 等 五 场，额 办 盐１２８，３６５引，每引一百九十斤，课钞３８５，０９５锭。顾

清说“昔至元盐荚之榷于两浙也， 以引计凡四万耳。后浸益至四十八万，而松江之额十万有奇，民其得无瘵乎”。⑧ 

外，渔业生产也有长足之发展，捕鱼工具和办法很多。总之，综合粮、棉、布、盐、渔各业，明代松江府所创造的巨大财

富，除苏州府可相提并论外，全国其他各府州皆望尘莫及。 

二、松江民众的沉重负担 

松江府经济的发展走在全国前列，松江民众创造的社会财富之多和赋税力役之重，在明代各府州中也数一数二。特别值得

注意的是苏松重赋问题。朱元璋最初以应天府为根据地，与陈友谅、张士诚为敌，处境并不好，朱元璋一生事业的转机是在消

灭陈友谅，平定张士诚之后。这时，繁华的江南八府一州，特别是苏松地区，已取代金陵，成为朱元璋财政赋税的主要来源。

朱元璋曾自比刘邦，是有道理的。如果说，刘邦在楚汉相争时以富庶的关中作为后方，使其最后战胜项羽有了物质保证。而布

衣起家的朱元璋则依靠繁华富庶的江南新区，逐一兼并群雄，并最后推翻元王朝。 

有明一代，苏、松两府是明王朝取之不竭的国库。顾炎武《日知录》引丘濬《大学衍义补》：“韩愈谓赋出天下，而江南居

十九，以今观之，浙西又居江南之十九，而苏、松、常、嘉、湖五府，又居两浙之十九也。”顾炎武又指出，“苏、松田租比天

下为重，其粮额比天下为多”。同书还引王上舍的话说：“今之赋税较宋浮至七倍，比元也浮至三倍。不特此也，即如湖广省额

征二百三万，而苏州一府之数浮之，福建省额征一百万有奇，而松江一府之数浮之。岂天下之田皆生粟，而二郡独雨金欤？”

据《诸司职掌》及《万历会典》载：松江府洪武二十六年（１３９３年）所交税粮，在十八个直属府州中，仅次于苏州而居第

二位。以松江一府与全国十三省相比，低于山西、浙江、江西、山东、湖广、河南、陕西七个行省，而高于北平及四川、广东、

福建、广西、云南六个行省，需要说明的是：明初苏州一府七县，松江府仅两县。从每县平均负担数看，苏州每县负担四十万

石，松江则高达六十四万石，比苏州还要高。 

苏、松重赋，在明代是一个十分突出的社会问题，时人评论很多。杜宗桓在其《上巡抚周公书》中对苏、松重赋问题作了

历史的回顾，指出：“愚历观往古，自有田税以来，未有若是之重者也。”①为什么历朝皇帝都明知苏、松田赋最重，却不能也

不愿给予减轻？除宋元以来历史上造成的既成事实外，一个很简单的原因，是封建国家军政及内庭费用甚大，全国其他地区经

济不发达，灾荒相继，因此只能把重担压在经济上尚有潜力的苏、松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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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江地区力役之重，也是骇人听闻的。明代力役一开始就不轻。在建国初期，除军旅外，劳民最突出的是南京、凤阳两地

的营建。南京都城营建始于至正二十六年（１３６６年）。洪武二年（１３６９年），又以临濠为中都，工程延续六年。洪武五

年（１３７２年），朱元璋又下诏兴建公侯第宅于中都，计六公、二十七侯，而陵墓的建设工程也不小。朱棣营建北京，工程更

繁，诸色工匠多数来自江南，建都工作进行了十几年。明中叶以后与苏松直接有关的，如武宗的南巡，嘉靖的平倭，万历的矿

税，力役愈来愈重，“以致征伐之功无虚日，土木之工无已时”。② 

何良俊说：“江南自有倭夷之变，用兵六七年，中更总督数人，所费钱粮数百万。”［１］经过倭寇之乱，江南元气大损，他

不胜感慨地说：“今则萧索之甚，较之苏州，盖十不逮一矣。”［６］除规定的国家正役外，还有名目繁多的差役。黄廷鹄认为，

赋税虽重，尚能忍受，“独是役差一端，备极繁重，……此他郡未必具有，而松郡独兼有之者也”。③田赋力役之外，还有“加

耗”。洪武时，松江人民交纳税粮多就近或京师，水运方便，运输耗损有限。永乐迁都后，漕粮由江南长途北运，南粮北调，逐

年增加。据《明会典》载，松江每年漕米二十三万二千九百五十石，加耗损十五万三千七百四十七石，④合计三十八万六千六

百九十七石。这只是官方公开承认的“加耗”数。赵用贤对江南名目繁多的加耗算过一笔细账，结论是：“通正米为四石余始当

白粮一石，则此二十余万实为八十万矣。此天下所无，而江南之所有，民几何而能胜也。”⑤张栋的奏疏也谓，江南加耗“朝廷

所得不过正米一石，而小民所费几及数石矣。⑥这是多么可怕的额外负担！明中叶后，除“加耗”外又有“加派”，即追加田赋。

“松郡加赋始于嘉靖甲寅倭乱。万历中东征关白，又每亩加编，事平之后独以沿海地方征敛如故。末年踵而行之，边饷复增至

九厘一亩，民困已极”。⑦万历后期，全国按田亩增辽饷，崇祯以后，辽饷之外，又加剿饷。虽属全国普遍追加，然“不思江南

正赋向已十倍江北，其余杂供耗费又且数倍不止矣”。⑧ 

为了说明问题，还可将松江和全国其他地区农民的负担情况再作一对比。据统计，洪武二十六年（１３９３年）松江府垦

田五百一十三万亩，应征税粮一百二十一万余石，平均每亩征２３．７７升，仅次于苏州而居全国第二位。是年全国垦田八万

五千余万亩，应征税粮米麦二千九百余万石，平均每亩征收３．４６升，相当于松江的七分之一。北方府州平均每亩征２．０

１升，相当于松江的十二分之一。
2
 

弘治十五年（１５０２年），全国垦田六万二千二百余万亩，应征税粮二千 六 百 余 万 石，平 均 每 亩 征４．３０升。

松江府垦田四百七十余万亩，应征税一百零三万余石，平均每亩征２１．７８升。而苏州府已从洪武初年平均每亩负担２８升

降为１３升，下降了一半还多，故此后松江平均每亩征收数，在全国已跃居第一位。万历六年（１５７８年）全国垦田七万一

百余万亩，应征收税租二千六百六十三万余石，平均每亩征３．８０升。松江府垦田四百二十四万七千余亩，应征粮一百零三

万一千余石，每亩平均２４．２９升，而北直隶每府州的平均数，只相当于松江府的二十三分之一。⑨松江府人民负担之重，

还可从其他侧面加以考察。如从松江府上交的夏、秋两税和垦田数在全国的比重看，有如下表 

 

这说明，垦田和交税的比重相差十倍。再从松江府每户平均负担的赋税看，从明初到中后期在不断增长，见下表： 

                                                        

 



 

 6

 

综合以上两表，①可以清楚地看出，从洪武、弘治到万历，松江府官方人口统计数减少了一半还多（实际人口并未减少），

而税收减少有限。结果税收负担全部加到留下来的，不到一半的人身上。使人均税收负担，从洪武时的平均一石，增加到弘治

时的一点六石，万历时的二点一石，即增加了一倍。这是就米、麦主粮而言。夏税秋粮中还有豆类、丝、绵、绢、布、纱及其

他杂项，少算也可增加一倍。再加损耗，漕运负担增派，官吏、差役、粮长、里甲敲诈勒索及高利贷等，至少增加一倍。这样

就要增加三四倍。难怪周忱说：“天下民固劳矣，而苏、松之民比于天下，其劳又加倍焉；天下之民固贫矣，而苏松之民比天下，

其贫又加焉。”②由此可见，松江民众对当时社会的贡献之大，以及明王朝对这一地区百姓的征赋之重，都是十分突出的。 

三、经济发展的原动力 

明代松江府的繁荣、富庶是怎样造成的？顾清回答是：“松壤地不多而物产有名天下者，力耕植勤纺织也。”③ 

农民的力耕勤织，无疑是封建时代源源不绝的社会财富的来源，问题是天下农民皆力耕勤织，为何松江人民创造的社会财

富能比其他府州特别是北方地区多得多呢？ 

日本研究明清经济史的有关专家认为，明清时期，松江府的土地资源的利用和作物的栽培技术有重大进步，使作物产量（总

产量和单位面积产量）和劳动生产率有了明显提高。在土地资源的开发利用上，日本学者滨岛敦俊指出，明代中叶以前的土地

资源开发利用表现为“外延式开发”，即建造规模较大的圩田，圩田中间还有河渠、池塘和不少的荒地。在“外延式开发”初步

完成之后，即逐步进行“内涵式开发”，消除“内部边疆”，实行干田化，一方面把一个个大圩分成众多小圩，由此不仅可以充

分开发利用大圩内尚存的一些荒地，而且能够有效地排出农田积水，使之干燥化。这对于松江西部淀泖低湿地带的农田而言特

别重要，这里是江南最为低洼的地区之一，水灾频繁。如果稻田长期积水，对土壤有着极为不良的影响，会严重削弱土地的生

产能力。同时，排出农田积水，使之干燥化，不仅有利于水稻种植，提高其产量，更能够在上面种植冬季旱地作物。也就是说，

通过这样的改良，使得同一块耕地上的水旱轮作成为可能。 

据日本学者北田英人研究，明代中叶以前，江南地区大片农田被淹是常有的事，此后经过干田化改造，农业生产的生态环

境有了明显的改善。［７］ 

也正是有了这种改良，才有了“春花”作物的大规模种植，由此极大地提高了土地的复种指数。据滨岛敦俊等人的研究，“内

涵式开发”的过程开始于１５世纪中叶，到１９世纪中期方告基本完成。这就意味着，明清时期，松江的土地资源的利用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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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来越高。充分合理地利用土地资源的第二个表现是人们根据土地的自然条件———灌溉条件和肥力状况，逐步在高阜地区不

大适宜种植水稻的耕地上种植适宜生长的棉花等经济作物。按照何良俊的说法，在松江东乡高阜地带，如果种植水稻的话，一

夫一妇每年只能耕种５亩，丰年每亩才能产米１．５石。［１］但如果种植棉花的话———实际上后来在宜棉耕地上普遍种上了

棉花。据考证，明末清初，平均每亩可收籽棉８０斤，价值超过了丰年水稻收益。［８］ 

到了清代中叶以后，棉花的亩产量还有所提高，包世臣说，１８世纪末的棉田，“盛者亩收于花二石”，据张春华《沪城岁

事衢歌》称：“一亩之入有百斤者为满担倍者是年之极丰者，不恒有。”棉花的大量种植使人力资源得到充分利用，从而也促进

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增加了农民的收入，有利于其生活的改善。从作物栽培技术来看，明清时期也有明显的进步。其中最为重

要的技术进步是农田追肥技术的改进。尽管很久以来农民就重视对稻田的施肥，但施肥方式主要是施基肥，即在下种或移栽以

前给稻田施肥。追肥技术则出现较晚，这是因为掌握水田适时追肥情况与时间极为复杂，“盖田上生活，百凡容易。只有接力一

壅，须相其时候，察其颜色，可为农家最要紧机关。无力之家，既苦少壅薄收；粪多之家，每患过肥谷秕。”［９］ 

因此一直难以为农民所普遍掌握，甚至连徐光启的《农政全书》都没有提到稻田追肥的问题，但到了清代，这一技术得到

普及，而且一般要追肥两次。据记载：松江地区“肥田者俗谓膏壅，上农用三通。头通红花草也，然非上等高田，不能撒草，

草子亦亩须四五升。二通膏壅，多用猪践，亩须十担，三通用豆饼，亩须四五十斛。若农贫，只赊豆饼壅田。”①这就是说，农

民用红花草作为基肥，第一次追肥用的是“猪践”———即猪栏中经猪践踏过并泡进了大量粪便的稻草或其他干草，肥力极强；

第二次追肥用的是豆饼，即大豆榨油后的副产品。 应当说，在大规模地使用化肥之前，这种施肥和追肥方法是非常科学的，

实际上，就保持土壤的肥力而言，这些肥料比化肥要好得多。特别值得指出的是，豆饼作为肥料是在明代中期才出现的，上海

地区使用豆饼的最早的记载见于徐光启的《农政全书》卷３５《木棉》，他把豆饼与粪、灰和生泥并列，作为最重要的肥料。到

清代即大规模使用，由此极大地提高了 土地的产量和产值，促进了农业生产力的发展。 

与此同时，精耕细作的程度也有进一步的发展，而这又与一些新农具的推广使用密切相关，如铁搭、耕荡等农具的推广使

用。虽然这些农具出现于元代，但上海地区的普遍应用则是在明清时期。长期以来，人们普遍认为以铁搭代替牛耕是一种技术

上的倒退，因为它的功效远低于牛耕。它的普遍应用被认为是人口压力的产物———有了过剩的劳动力自然就不要牛耕了。但

如今人们认识到，铁搭是一种非常适合于土壤粘重的水田农作的高效率农具。而土壤粘重正是淀泖低湿地区水田的特点。在土

壤粘重的水田上，一般牛耕既浅而又不匀，用铁搭，虽然功效较低，但可以翻得更深更匀，这对于改善土壤性质，提高其生产

力具有重大意义。［１０］ 

在耕作过程中，人们非常注意精耕细作，增加劳动投入和肥料投入，如耕耘除草，已讲究三耘，即在插秧之后进行“三荡”，

数日后曰头荡，越十日后曰二荡，又越十余日后曰三荡，以便补苗护苗，清除杂草。这些精耕细作的方法有力地促进了农业生

产力的发展。 

棉纺织技术的改进与推广对手工业的发展亦大有裨益。松江乌泥泾的黄道婆对此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元初，松江地区

棉纺织工具简陋，技术落后，棉花去籽用手剥，用线弦、竹弧弹松与并条，产量和质量均不高。黄道婆从海南岛带来了先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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纺织工具和技术，从轧花纺纱到织布，有一整套工具。到明代，经过松江地区劳动人民不断改进，逐步形成了从种棉、纺纱、

织布到制造日用棉纺织品的配套综合生产能力，出现了中国棉纺织手工业发展史上的飞跃。 

为什么先进的棉纺织生产技术在崖州并未能使那里的社会经济发生重大变化，传到松江后却会对经济的发展产生如此重大

影响呢？为什么同样精美的棉织品在崖州不过是一种生活上的艺术品，在松江就转变成为大可盈利的畅销商品，成为最有发展

前途的手工业呢？这是因为两地的社会经济基础不同。在松江，社会经济的发展，已把棉纺织生产工具的改革提到议事日程上

来了。自宋代以来，这里已经是全国经济文化很发达的地区，而且地狭人稠，有足够的剩余劳动力。这里的内陆水陆交通遍及

全国，商品经济相当发达，农业与手工业生产已走出了自给自足的范围，投入市场的商品比重日益增加；农民的赋税负担很重，

单靠农业生产不足以交纳赋税和维持生存。 

再从生产技术发展角度看，黄道婆之前，异常落后的棉纺织技术当然谈不上能以较少的劳动力获得较多的劳动成果，棉纺

织工具的改进，使种棉、纺纱、织布变得有利可图，甚至赶上和超过了粮食生产的获利，必然吸引更多的人去从事这一行业。

犹如种子，在崖州尚未形成破土而出的客观条件，一旦落在松江肥沃的“土壤”上，就能萌发出具有巨大影响的生产力，引起

一系列的连锁反应。松江家庭棉纺织业的发展，吸收了大量剩余劳动力，使农家妇女、儿童大部分投入这种生产活动，增加了

农民的家庭收入。 

众所周知，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对水乡泽国的苏松地区来说，这里的盛衰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们对水的控制和利用。叶梦

珠说：“松郡滨海带江，渔盐灌溉，民命寄于水利。”①顾清《松江府志》言，“府境诸水，亦自杭天目及苏之太湖而来，渟浸萦

回，由松江、黄 浦 而 会 归 于 海，土 之 沃 以 是，而 害 亦 以是”，②《明实录》也曰：“苏松地方延袤千里，财赋所入

为天下三分之一，由外滨大海，内阻江湖，大河环列于郡县，以吐纳江海之流；支河错综于原野，以分析大河之派，寸土尺地

皆获灌溉，此东南财赋之源也。”③ 

因此，历代统治者对江南水利的兴修都十分重视。对于松江的水利工程而言，其要有三：一要防止海潮浸蚀，壅塞；二要

防江湖泛滥；三要治沟恤灌溉。明代在松江不断进行大规模的水利兴修，颇有成效。永乐年间，朱棣命户部尚书夏原吉治苏松

水患，为明代江南海运和水利奠定了基础。终永乐之世，苏、松地区各县筑堤、疏渠、治堰，不曾中断。正统六年（１４４１

年），巡抚周忱采用杜宗桓建议，修吴淞江。以后，景泰、天顺、成化、弘治年间，又屡有兴修，到嘉靖时，又因年久失修，常

年为患。隆庆三年（１５６９年），海瑞以吴淞淤塞，浚地长一万四千三百余丈，以赈代工，颇见成效。如果说，明政府在治理

黄河，疏浚漕运水道上，曾花费不少人力和金钱，然成效甚微。 

相比之下，对太湖流域水利的兴修，却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效果。吴岩说：“窃以为国家财赋多出于东南，而东南财赋皆资于

水利，是故禹之治水也，以四海为壑，而尽力于沟恤。宋元以来，诸儒以开江治闸治田为东南第一义，有由然也。”④反观北方，

如徐贞明言：“西北之地，夙号沃壤，皆可耕而食也，惟水利不修，则旱潦无备；旱潦无备，则田里日荒，遂使千里沃壤，莽然

弥望，徒枵腹以待江南，非策之全也。”⑤  

殷周时的黄河中下游，秦汉时的关中地区，到宋元以后，随着水利失修，水土平衡失调，日益衰落。南北贫富之别，与兴

修水利与否，关系如此之大。可见，松江府的经济，在明代之所以能占有突出地位，与松江府不断兴修水利、发展生产，紧密

相连。在封建经济发展的影响下，赋役制度也开始发生变化。隆庆三年（１５６９年）海瑞在松江推行一条鞭法，“于是均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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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甲与两税为一。凡一县丁粮毕输于官，官为佥募，以充一岁之役。小民得无扰而事亦易集”。⑥一条鞭法的推行，反映了明王

朝通过赋役制度实现的人身控制已趋于松懈，这对调动松江人民的生产积极性，无疑起了极为深刻的影响。在封建时代，生产

力的解放，归根结蒂是人的解放。明代松江府在商品经济的冲击下，人与人的关系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发生变化。当地农民已

获得一定程度的自由，成为与发达的商品经济有密切联系的农业劳动者。他们中有完全丧失或抛弃土地的独立手工业者，有长

期或短期受雇的织工，有以契约关系受雇于经营地主的雇工人，有活跃在城镇的市民游食者。 

黄册中登记的户籍，已不能作为这一地区户口的凭证。所谓“人如飞鸟”，封建生产关系在这一地区，已不能像明初那样紧

紧束缚他们了。周忱对苏、松脱籍逃民经过深入调查，得出他们有数种去路的结论。他在《与行在户部诸公书》中说：“天下之

民出其乡则无所容其身。苏松之民，出其乡则足以售其巧。”“苏松人匠，丛聚两京，乡里之逃避粮差者，往往携其家眷相依同

住。或创造房居，或开张铺店，冒作义男女婿，代与领牌上工”。“苏松奇技工巧者多，所至之处，屠沽贩卖，莫不能之。”⑦ 

当然，也有不少人不仅失去土地，也失去人身自由，成为官绅的奴仆或荫户，这些人中绝大多数仍从事农业生产。后来苏、

松的奴变，就以这些人为基础。至于还能苟延残喘留在户籍上的自耕农，也多以纺织收入来支付赋税和官差，他们日以继夜拼

死拼活地劳动，在风雨飘摇中挣扎。顾清言：“农家最勤，习以为常，至 有终岁之 劳，无一 朝 之 余，……妇女纺织外，耕

获车灌率与男子共事，故视他郡，虽劳苦倍之，而男女皆能自立。”⑧这里透露出一条重要信息，即松江妇女和男子一样参加生

产劳动，经济地位决定其社会地位，松江妇女的独立自主权为北方妇女所望尘莫及。 

据统计，松江户口的人数在不断地递减，洪武二十六年（１３９３年）有户２４９，９５０，口１２１９，９３９，平均

每户４．８８人。到 万 历 六 年 （１５７８年）户 降 为２１８，３５９，口降为４８４，４１４，平均每户２．２２人，

且不说承平二百年户口应有较大增加，即不增不减，这百分之六十的人口，跑到哪里去了呢？奥妙就在于松江地区的封建生产

关系正在解体。在生产关系的变动中，已可看出资本主义萌芽的曙光！ 

四、上海港的开辟与上海的繁荣 

松江府之所以兴盛，除生产力发展的原因外，还与它所处的特定地理环境有密切关系。松江府地处我国南北海岸线中心，

是长江的门户。客观上的有利条件，使松江地区的海上交通历来就很发达。到了明代，吴淞江和黄浦江合流工程的成功，就把

内河运输和海上交通完全联结起来，从此海舶进出自如，这就为上海这座新兴大城市的崛起，创造了最重要的条件。   

江浦合流，黄浦江成为太湖下游的重要泄水道及上海港兴起的格局，都是在明代奠定的。唐宋以来，江南地区的出海口，

曾几经变迁。早期，主要对外贸易港口是青龙镇，正如何良俊所说：“青龙自唐宋以来为东南重镇也，相传有亭桥六座，亦通海

舶，由白鹤江导吴淞入海。宋时设水监于此，盖以治水利兼领海舶也。”可惜兴旺一时的青龙镇，宋代后因下游淤塞，已变为沙

涂，“入我朝来，水道湮塞，而此地遂为斥卤矣”。［１］ 

青龙镇没落后，太仓浏河口取代青龙镇成为江南海运的主要港口，在朱清、张瑄的经营下，浏河镇“粮艘海舶，蛮商夷贾，

辐辏而云集，当时谓之六国码头。”① 

太仓也因海运之利，成为商业重镇。从南宋末到元代，随着青龙镇的衰落和海岸线的延伸。上海镇逐渐兴起，海运事业一

度颇为发达，然而到元代后期，吴淞江淤积速度加快，上海镇也因泥沙湮塞，使海舶进出不便。因此，上海港口的兴衰，关键

是解决吴淞江下游出海口的泥沙淤塞问题。上海港的再度兴起，转折点是在明永乐二年（１４０４年），对这个转折点起决定作

用的，是吴淞江与黄浦江合流及下流河道的疏通。宋元两代为解决吴淞江下流淤塞，花了不少人力与物力，但始终未找到理想

的解决途径，正如夏原吉所说：“前代屡疏导之，然当潮汐之冲，沙泥淤积，屡浚屡塞，不能经久。”② 

在吴淞江淤塞的同时，元泰定四年，黄浦江下游也渐渐变狭，经常淤塞。明永乐二年，夏原吉接受叶宗行建议，一方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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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淞江入刘家河，同时又着重疏浚 黄浦 江，“于上海浚 范家浜 接黄浦达海”，开始了江浦合流。黄浦江下游出海口，从原来

高桥一带东虬江移至正北的大跄浦。两江合流水源充足，冲刷泥沙不易淤积，使上海港免蹈青龙镇的复辙。到明中叶，黄浦江

的地位已超过吴淞江，“黄浦自永乐疏凿以来，凌驾东南，不特可与江并称而且过之。或以浦夺江，权为词，呜呼，陵谷变迁，

固有数存焉，而又安知其来者何如耶？”③ 

明嘉靖《上海县志》的作者，虽为江浦合流的巨大变化不胜感叹，进而认为将来的变化未可预卜，但对上海最后会成为全

国对外贸易甚至经济的中心，成为世界著名的大都市，恐怕也始料未及。 

江浦合流，不但畅通了泄水道，有利于农田水利建设，更重要的是促进了交通和航运事业的发展。在现代化交通工具出现

之前，水上运输在促进全国各地经济联系方面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明中叶后松江地区以上海为中心，逐渐形成了内河航运、

长江航运，及沿海的北洋、南洋航运和国际航运等五条航线，使上海“襟江带海”的自然优势得到充分发挥。太湖流域水网交

叉，四通八达，黄浦江和吴淞江上下畅通，成为松江府与太湖流域之间的主要航线，这就使上海与太湖流域、杭嘉湖平原这两

大经济区域联系更为密切。明、清两代，从吴淞口可以出海。 

永乐十年（１４１２年）在海舶往来最为冲要的吴淞口入海处岸边，筑起方广百丈，高三十余丈的烽堠土山，名曰：“宝山”，

“昼则举烟，夜则明火”，以利航行。郑和下西洋第三次出航，即从这里出发，许多私商海舶也利用这个“宝山”指标进出海口，

康熙二十三年（１６８４年）清政府开放海禁，上海以棉、布贸易为基础的航运业得到了空前发展。上海名士陆深描写当时上

海的内河航运：“黄埔湾之东转头，吴淞江下碧如油，不用并州剪刀快，水晶帘下上西楼，滨口航船一字帮，棹歌和起自成腔，

潮来上南潮落北，南到湖南北到江。”④ 

到嘉庆、道光时，上海已成为我国东南沿海最重要的港口之一。据记载，当时的土布“松、太所产，卒为天下甲，而吾沪

所产，又甲于松、太。山梯海航，贸易南北。……沙船之集上海，实缘布市”。［１１］鸦片战争前夕，上海沙船总数已达三千

五、六百艘，总共雇佣“在船水手十余万人”，⑤上海逐渐发展成为“舟车辏集”的商业城市。 

上海港的开辟，对外贸易的发展，对上海都市的兴起，关系十分重大。明代，全国各地的商人，用船舶运来各地土特产，

到上海等地后，再收购棉布或棉织品。由于明代北方田赋轻，棉花的成本比松江低；松江赋重，棉花成本高，棉花不够供应，

故多用北棉。吴伟业在《木棉吟并序》中赞曰：“昔年河北载花去，今也栽花遍齐豫，北苍高花渡江南，南人种植知何利。”徐

光启说：“今北土之吉贝贱而布贵，南方反是。吉贝则泛舟而鬻诸南，布则泛舟而鬻诸北。”① 

这样，松江的棉纺织品远销北方，而松江所需的棉花又靠北方供给，形成南北交流。松江用棉布从东北换来大豆、人参、

皮货等特产，从东南沿海和海外换来南方土产、香料、珍珠，特别是源源不绝的白银。各地“富商巨贾操重赀而来市者，白银

动以数万计，多或数十万两，少亦以万计”。②这些白银流入市场，成为主要的货币，又促进了商品交换的发达。“闽粤人于二

三月载糖霜来卖，秋则不买布而买花衣以归。楼船千百，皆装布囊累累，盖彼中自能纺织也。每晨至午小东门外为市，乡农负

担求售者，肩相摩袂相接焉”。③在鸦片战争前，上海已成了南北棉花、棉纺织品的交易中心。从某种意义上说，上海都市的兴

起，在中国历史上的意义，比松江府本身的发展要大得多。 

在古代上海地区的发展史上，松江府起着继往开来的作用。春秋战国时，这一带地广人稀，火耕水耨。到汉代依然是水乡

泽国。隋唐以来随着中原人民大批南迁，发展速度加快。唐代只设立华亭县，元代设置松江府，并建上海县。到明代，松江地

区已形成一个自成体系的经济区域。上海也从一个普通的县邑，成为“东南名邑”。弘治《上海县志》称“列圣深仁厚泽，培植

百余年来，人物之盛财富之多，盖可当江北数郡，蔚然为江南名邑矣。”从嘉靖《上海县志》中看到的《上海县市图》中，县城

已有南北、东西走向，整齐交叉的街道，三牌楼街、四牌楼街及新衙巷等十条巷。嘉靖三十二年（１５５３年）又筑了城墙，

政治地位更显重要，明代上海城市已初具规模。明代松江府的发展，为上海都市的兴起，创造了物质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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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松江府，或范围更大一些的南直隶各府州，明清两代经济的发展始终居于全国最前列。从丝绸、棉布的发达；从可能

转化成产业后备军的过剩劳动力；从通往全国的水陆交通、对世界各国的通商贸易；从上海港口得天独厚的有利形势等诸方面

来看，上海已完全具备了成为近代工商业城市的一切条件，可以发展为东方的曼彻斯特。在这里，最先透出资本主义萌芽的曙

光，看到了古老中国发展的希望。但明代腐朽的封建专制统治，败坏了这份家业。 

明中叶后，正当松江地区开始欣欣向荣时，西班牙、葡萄牙、荷兰等国商人逐渐东来，并实行海盗式的掠夺，特别是嘉靖

时的“倭患”，使松江地区蒙受严重的损失。明代统治者对于海外贸易极不重视，基本上实行闭关自守的海禁政策，也影响了上

海的发展。明末清初，社会动荡，战火不绝。本来，松江府“松民货利，半抑给纺织”，但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以及清兵入关等

连年的战争使南北阻隔，布商 不至，棉花价格大幅下跌，百斤一担，值银不过五、六钱。商品经济萎缩，对商业性农业和手工

业的打击是巨大的。天灾与人祸并降，水灾、风灾、旱灾频至。 

万历时，江浙一带丰年米价每石五钱，到天启时每石至一两五钱。崇祯十四年大旱，上海县城内百姓饿死者，“上海六门，

日出数百尸，此城中死者，余所目见，不知村野之间又几何也”。［１２］ 

甲申之变后，清兵大举南下，松江地区展开了激烈的抗清斗争。嘉定三屠以及松江、江阴地区的抗清斗争波及到社会的各

个方面，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刚刚出现的资本主义萌芽被无情地扼杀了。松江地区在明代兴盛衰落、历尽沧桑的命运，始

终同古老中国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如果说，明中叶松江地区的资本主义萌芽和上海的繁荣，随着明末清初的社会大动荡和

战争破坏而夭折，那么康雍乾时期这一地区再度出现的繁华景象则为此后外国资本主义势力的入侵所摧残。鸦片战争后，上海

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随着上海开埠，外国资本主义势力日益深入上海地区诸县城，洋货排挤土货，机制工业品代替手工业品，上海地区的经济

结构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其特征是，上海地区中世纪的手工业及城镇的衰落，一个以租界形式出现的近代大都市正在逐步崛

起。租界具有两重性，它既是民族的耻辱，又是文明的橱窗。上海租界市政设施和交通工具的近代化，市政管理的专门化和法

制化，自来水、煤气、电灯的使用，公园的兴建，华美的建筑，典雅的住宅，十里洋场的繁华，市民的娱乐场所，文明遐迩的

文化设施等等，展示了西方文明的光彩，加速了上海城市近代化的步伐。上海，最终成了近代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和经济贸易

中心，它的社会经济也逐步融入世界资本主义的经济体系。 

［参 考 文 献］ 

［１］何 良 俊．四 友 斋 丛 说：卷１４［Ｍ］．北 京：中 华 书 局，１９５９． 

［２］何泉达．明代松江地区棉产研究［Ｊ］．中国史研究，１９９３，（４）． 

［３］范金民．明清江南商业的发展［Ｍ］．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８：１１－１３． 

［４］严 中 平．中 国 棉 业 之 发 展 ［Ｍ］．上 海：商 务 印 书 馆，１９４３：１９． 

                                                        
  

 



 

 12

［５］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历史教研室．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讨论集［Ｍ］．北京：三联书店，１９５７：８３５． 

［６］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１６［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５９． 

［７］（日）北田英人．宋元明清中国江南三角洲農業の進化と農村手工業に関する発展研究［Ｍ］／／１９８６－１９８

７年科学研究费补助金研究成果报告书．１９８８． 

［８］李伯重．明清江南农业资源的合理利用［Ｊ］．农业考古，１９８５，（２）． 

［９］崇祯．沈氏农书［Ｍ］／／陈恒力．补农书校释．北京：农业出版社，１９８３． 

［１０］游修龄．中国稻作史［Ｍ］．北京：农业出版社，１９９５．李伯重．多 角 度 看 江 南 经 济 史 ［Ｍ］．北 京：

三 联 书 店，２００３：２１－９６． 

［１１］上海县新建黄婆专祠碑［Ｍ］／／上海博物馆图书资料室．上海碑刻资料选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

０：４５． 

［１２］清代日记汇抄［Ｍ］．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２：１６２． 


